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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家庭视角下我国县域城镇化的区域分异研究*

王培安   陈  晨    WANG Pei'an, CHEN Chen

县城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载体，当前需要重点关注县域发展不平衡与县城发展的分类引导问题，而县域城镇化进

程中农民家庭的现实需求、生计策略和主体行动逻辑应是相关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案例分析和定量研究

发现，随着我国城镇化转型和现代性进村，农民家庭城市化的决策考量由“经济收益最大化”转向“家庭功能最大化”，

家庭功能的次序性、角色性和空间性三重属性互相作用，使得当代中国农民家庭在村镇、县城、县外流动产生独特的三

元空间配置，成为我国县域城镇化区域差异的微观注脚。据此，从“功能家庭”视角为新时期我国人口流动的内在机

制提供了新的解释，对推动我国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分类引导县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The county seat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China's new-type urbanization. The current imbalance of county-level development 
and the classification and guidance of county-level development deserves more attention, and the actual needs, livelihood 
strategies, and the logic of farmers' actions in the process of county-level urbanization should be the starting point and focus 
of relevant policy formulation. Through case analysis and quantitative empirical research, this paper finds that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urbanization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modernity into villages, the decision-making considerations 
for urbanization of rural households have changed from "maximizing economic returns" to "maximizing the realization 
of household functions", in which the order, role and spatiality of household functions have significantly changed. The 
interaction of the three attributes creates a unique three-dimensional spatial configur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easant 
households' mobility in villages and towns, county seats, and outside the counties, which has become a microscopic footnote 
to the regional disparities in county-level urbanization in China. According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unctional household", 
this research provides a new explanation for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and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promoting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guid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unty seats with scientific 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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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环境和经济发展差异很大，城乡、地域、群体

间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逐渐成为新型城镇化

的主要短板[2]24，充分认识县城发展的区域差

异及其驱动机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成为当前

我国县域城镇化发展的关键命题。

既有研究对我国县域城镇化驱动机制

的解释可分为两类，一类强调“结构—制度”

因素，认为中国宏观层面的经济环境、制度

环境和文化环境等对人口流动和城镇化具有

决定性影响[3]；另一类则强调“微观动力因

Regional Disparity of County-level Urbanization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
tive of Functional Household

0 引言

近年来，我国人口向县城集聚趋势明显，

县城的重要性日趋凸显。党中央、国务院近年

来多次提出关于加强县城发展的指导意见。

2022年5月，国家发布《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

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在党的二十大

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进以县城为重

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并将其列为深入实施

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和形态

的重要抓手[1]。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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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认为宏观城镇化现象是无数微观个体，

尤其是微观家庭理性选择的结果[4]12，[5]67。实

际上，微观家庭策略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宏观

“结构—制度”因素的制约，但微观家庭策略

的实施又会反过来影响宏观结构，二者具有内

在逻辑的一致性。本文从新时期我国人口县域

城镇化的现实情景出发，将微观层面的农村

“功能家庭”逻辑及其宏观层面的城镇化效应

置于统一的分析框架中，试对新时期我国县域

城镇化的区域分异进行解释性研究。

1 理论基础与相关研究

1.1   新时期我国人口县域城镇化研究

县域城镇化标志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及其

动力机制迈入新的发展阶段。首先，在总量规

模方面，截至2021年底，我国1 472个县的县城

和394个县级市的城区常住人口总和约为2.5

亿人，占全国城镇常住人口的近30%，县城已

在事实上成为我国城镇体系结构中除“城市”

和“乡村”之外的“第三极”[6]18。在区域差异

方面，研究表明2000—2020年中国县域城镇

化快速发展且区域差异显著，2010—2020年

人口分布非均衡性加剧，中心城市和县域人口

增减趋势加速分化[7]。在驱动机制方面，既有研

究从“结构—制度”角度提出了劳动力市场

分割[8]、户籍障碍[4]13、公共服务驱动[9]等观点，

指出自然条件、经济发展和区域发展政策的区

域差异是造成城镇化区域差异的根源，也有研

究从“微观机制”角度提出经济家庭[4]12、教育

驱动[10]42、家庭分工与优先次序[5]68-69等观点。在

实施路径方面，有学者认为推进县域城镇化的

首要任务是提供就业机会和保障基本公共服

务[11]，也有学者从人居环境、产业体系、空间格

局、城乡关系等角度提出了以县城为载体推进

新型城镇化的系统性发展路径[12]。

已有研究从各自角度都有较强的解释

力，但仍存在两方面的不足。一是对“县城”

这一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载体及其区域差异的

讨论还不够聚焦。由于宏观人口普查数据缺少

对县城人口的单独统计，当前研究对“县域”

的研究较多，对县域城镇化中“县城”角色的

研究较少。二是对县域城镇化宏观态势的讨论

很少与微观机制相结合，针对宏观政策目标的

政策干预存在局限。

1.2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微观家庭策略

新古典迁移理论将迁移者个人作为迁移决

策的主体，这种假设前提往往与现实情况有较

大差异。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NELM）指出，

迁移决策并不是独立的个体行为，而是家族或

者家庭行为，对于分析我国农村劳动力乡城转

移问题有较强的解释力[13]，但还需要根据我国

国情进行修正。由此，有学者将“家庭策略”概

念引入国内，用以分析转型时期中国农民家庭

迁移决策的行为逻辑[4]12，突出家庭内部围绕资

源配置效率的经济理性决策，强调家庭策略运

行的个体主义和工具意义[14]97。具体来说，有学

者指出我国农民家庭逐渐形成了“以代际分

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庭分工模式[15]，年

轻劳动力外出务工获取更高的劳动收入，老人

在乡村务农以降低生活成本，并保留农村户口，

“看住”家庭在农村土地承包、宅基地使用、集

体经济分红等方面的利益[4]13。这种基于家庭成

员分工策略的微观人口流动方式可称为“两体

两栖”，其中“两体”为外出务工劳动力和乡村

留守老人、“两栖”为城市和乡村两栖。

随着我国城镇化演进和经济社会发展，

原有的“两体两栖”分析框架缺少对“孙辈”

和“母亲”两个角色在家庭策略中作用的分

析，而这可能正是过去10年中县城崛起背后

的重要微观因素。21世纪以来，我国三代家庭

户的比例稳步上升[16]，在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

下，“倒三角”的三代家庭模式取代了传统“正

三角”的三代家庭模式，“孙辈”取代了“祖

辈”成为家庭发展的重心。同时，新生代农民

工的“城市化面向”和“底层意识”相互叠加，

使得他们普遍非常重视子女教育，希望子女能

够完成阶层身份的转变[10]38。同时，在过去40

多年的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尤其是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布《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

定》，提出“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之下，由地方政

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后，农村

学校被大量撤并，优秀的教育资源不断向县城

和城市聚集，乡村教育迅速衰落[17]64，“有利于

孩子接受教育”正在成为流动人口愿意在县

城和城市落户的最主要原因[18]。此外，“母亲”

角色越来越成为家庭中独立的部分，“母职回

归”成为家庭研究的新热点[19]404。

据此，有学者提出“一家三制”[17]62，[20]162、

“半工半家”[19]404等概念，将县城纳入农民城

市化研究中，并对农民城市化差异化类型进行

分析[21]71-72，[22]40-45，[23]94，但大多在社会学领域

的家庭层面进行研究，未将家庭策略微观机制

与其宏观城镇化效应进行关联解释。

2  理论视角：从“经济家庭”到“功能

家庭”

2.1   “功能家庭”视角的理论内涵

伴随着我国高速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

现代中国农民家庭发展的目标和功能导向越

来越复杂丰富，家庭城镇化的决定指标远非

“经济”单一维度可解释，以市场化力量为核

心的现代性进村带来了农民家庭策略的深刻

变化，“家庭功能”逐渐开始主导家庭发展。具

体来说，在传统社会中，农民家庭的家庭功能

为简单的传宗接代和意义上的家庭继替[24]47。

现代性进村冲击了农民家庭的简单再生产模

式，极大地提升了家庭再生产的目标和难度，

对家庭的资源积累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提出

了更高要求，引发了家庭再生产从“传统简单

家庭再生产模式”转向“扩大化家庭再生产

模式”[24]46。在此背景下，家庭功能的维度越来

越复杂，逐渐越过家庭关系，成为形塑中国农

村家庭秩序的主要因素。如何更好地实现家庭

功能成为我国农民家庭发展的主要内涵[24]58。

本文从“功能家庭”视角重新审视我国

人口县域城镇化的微观动力机制。相对于“经

济家庭”，“功能家庭”不再只聚焦于经济效用

的满足，而是将实现家庭功能的满足作为家

庭策略的核心，更加强调家庭的功能性和家庭

发展目标的多元性，由此产生了“接力式进

城”[25]等一系列新现象，对我国县域城镇化产

生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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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功能家庭”的三重机制及其实践特征

参考此前学者的研究[2]26，本文将农民家庭

的家庭功能分为经济功能和非经济功能两大

类，其中经济功能对应家庭的生产功能，非经

济功能对应家庭的再生产功能（包括婚姻功

能、生育功能、教育功能）和养老功能。与西方

家庭有所不同，中国家庭不仅是资源、权力和伦

理等要素的叠加组合，还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具

有超越于家庭成员个体之上的价值[14]97。因此，

在外部环境影响下，“功能家庭”将作为一个

有机整体完成内部分工和空间实践，进而折现

出角色分工、空间分布和流动实践三重机制。

首先是角色分工机制。不同家庭角色因其

性别、代际、禀赋等不同，承担的家庭功能有差

异。在我国“倒三角”三代家庭模式取代传统

家庭模式的人口结构背景和农民家庭总体支付

能力不足的经济背景下，我国农民家庭往往会

通过“压榨”其他家庭成员的方式优先实现晚

辈发展需求，有学者称为“恩往下流”[26]141或

“代际剥削”[27]。田野调查显示，基于县城的教

育功能常常是农民家庭最先需要满足的家庭功

能，而基于村镇的养老功能则常常处于家庭功

能次序的末位[5]69。在典型的“功能家庭”中，

孩子、老人、母亲、父亲等家庭成员的角色分工

一般为：孩子是家庭希望，受到其他家庭成员

的全方位供养，读好书、为阶层跃迁做好准备

既是个人发展的目标，也是家庭赋予的责任；

老人一般发挥降低家庭生活成本、补充抚育功

能、看守农田和宅基地、提供经济支持和风险

保障的功能；母亲的工作选择富有弹性，常常

会在“工”和“家”之间切换；父亲则承担着

最大化家庭收入的职责（见图1）。

其次是空间分布机制。由于我国城镇体

系发展的不平衡，高收入工作、高品质公共服

务在城、县、乡分布不均衡，使家庭功能出现了

基于“村镇—县城—县外”三元结构的空间

分布：县外一般是家庭的经济来源，但其高企

的房价和难以融入的社会也让县外更像“临

时工作点”而不是“家”；县城则因其较低的

融入门槛和相对优质的公共资源成为实现家

庭功能的重要空间载体；而远离现代化中心的

村镇则成为家庭托底保障之地。

最后是流动实践机制。功能家庭的角色

分工机制决定了“老人、父亲、母亲、孩子”等

家庭成员如何分工合作以实现家庭功能，空间

分布机制涉及家庭功能具体在“东部、中部、

西部”“城市、县城、乡村”中的哪些空间能够

实现，而流动实践机制则是角色和空间二者耦

合的纽带，根据家庭成员比较优势和家庭功能

空间实现机会引导家庭人口和资源流动，以实

现家庭关键功能（见图2）。据此，我国农民家

庭实际上已出现“家庭策略功能化、功能次序

晚辈化、角色分工四体化和人口资源流动三栖

化”的微观特征，而县城亦成为农民家庭实现

家庭功能的最重要空间载体之一。

2.3   “功能家庭”的典型实践形态

进一步对功能家庭的典型实践形态进行

类型归纳，试析县域城镇化区域差异的微观机

制及其政策启示（见图3）。

2.3.1   市民型功能家庭

我国东部相对发达地区和大城市周边地

区的家庭形成了建立在劳动力工薪就业基础

上的市民型功能家庭实践形态，即以家庭市民

化作为主要功能导向，老人和中青年人往往在

本地县城或城市固定就业、买房定居，孙辈则

跟随他们在工作地读书接受教育[21]67-69。这些家

庭中远距离外出务工人员极少[22]42，家庭成员

在就业、生活、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市民

化”特征明显，家庭资源在县城和城市间流动。

图1 家庭角色分工的演变脉络
Fig.1  Evolutionary path of the "role-based" function of the family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2 “功能家庭”的三重属性和实践特征
Fig.2  Threefold attributes and prac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unctional family"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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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型功能家庭所处的城镇化环境可

概括为市场经济发达、保障体系完善、代际

合力紧密。市场环境方面，东部地区受全国

区域性经济中心的经济辐射作用，产业体系

健全，县城工业发展水平高，本地劳动力就业

市场发达，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程度较高，当

地有劳动能力的农民基本都进入劳动力市场

务工[23]94；制度环境方面，东部地区为农民市民

化提供了完善的制度化保障体系，例如浙江省

在全省范围内建立了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

度，让因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需要而被征地的

农民可以通过土地换社保的方式解决基本生

活保障问题[21]68，极大降低了农民市民化的风

险[23]95；文化环境方面，东部地区家庭普遍代际

合力紧密，父代肩负着子代的教育责任、婚姻责

任与隔代抚养责任[28]49。笔者曾于2019年在上

海市郊金山区农村采访当地一户典型农户，该

户的年轻劳动力带孙辈在上海市区工作、上学，

两位留村农民为60岁以上老人，进行民宿经

营、乡村环卫等工作，月收入超过1万元，每逢

周末便前往市区看望子女和孙辈，基本实现了

家庭市民化，是市民型功能家庭的典型代表。

2.3.2   积累型功能家庭

积累型功能家庭主要分布在我国中西部

地区中发展相对较好的地区，为叙述简便简称

“第一类中西部地区”。该地区的家庭形成了建

立在半工半耕、城乡两栖基础上的积累型功能

家庭实践形态，以最大化家庭积累为主要功能导

向。老人一般从事农业种植以及兼业打零工，同

时保持农村户籍身份“看住”老家存量资产[4]13；

中青年人在县城就业陪读，同时在农忙时节返

乡协助务农[22]43；孙辈在县城读书接受教育，形

成“半离土不离乡”的家庭城乡空间形态。同

时，留守农村的老人会在确保留有“养老钱”

的前提下把剩余资源投入县城家庭[22]43，形成

家庭资源由乡村向县城流动的格局。

积累型功能家庭所处的城镇化环境可概

括为工农兼蓄、城乡二元化凸显、家庭务实积

累。市场环境方面，与东部地区相比，第一类

中西部地区市场发展的程度有限，县城产业

能够为中青年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但对老

年劳动力吸纳力较弱[23]95；制度环境方面，第

一类中西部地区城乡二元结构凸显，现行户

口制度导致许多农民将农村户口看作福利和

保险，并不愿意放弃农村户口[4]13，宁愿农村和

县城之间“两栖”生活，都购置房产；文化环

境方面，第一类中西部地区的家庭大多受传

统伦理观念影响较大，普遍较为务实，较为看

重孙代教育[22]43，同时由于全国性婚姻市场的

兴起与性别比结构的失衡，增加了第一类中

西部地区农村男性婚配的困难，促使该地区

父母自儿子出生起就要开始有意识地进行家

庭资源积累[28]49。笔者所在课题组曾于2021

年在河北省辛集市农村采访当地一户典型居

民，该家庭两位老人留村务农，儿媳在辛集县

城从事护士工作，同时陪孙辈在县城就读初

中，儿子则在农村和县城之间的镇上从事公

务员工作，平时常住县城，农忙时会回村协助

农务，可看作积累型功能家庭的典型代表。

2.3.3   教育型功能家庭

教育型功能家庭占主体的地区主要分布在

我国中西部地区中发展相对较弱的地区，为叙

述简便简称“第二类中西部地区”。该地区的家

庭形成了建立在“四体三栖”基础上的教育型

功能家庭实践形态，以“通过教育实现阶层跨

越”为主要家庭功能导向。老人一般留守乡村

从事农业种植以自养，降低家庭消费成本的同

时提供部分家庭所需的农产品[17]68；父亲则前往

东部沿海大城市务工赚钱补贴家庭，往往还会

从事高风险工作争取更高报酬[17]67；母亲的主业

是陪读，并在陪读之余从事时间灵活的工作补

贴家用[19]407；孩子则是家庭突围的希望，在县城

接受教育[20]162-163，形成“离土半离乡”的家庭

城乡空间形态。在这种家庭结构中，老人和父亲

分别在农村和大城市获取资源并投入县城的陪

读教育中，资源在县城被大量消耗。

教育型功能家庭所处的城镇化环境可概

括为市场边缘、教育内卷、“恩往下流”。市场

环境方面，第二类中西部地区大部分县域处于

全国市场边缘，县城产业基础薄弱，为劳动力

提供的就业机会十分有限，即使是中青年劳动

力也难以找到足以支撑家庭功能实现的高质

量工作，导致“外流打工”成为该地区普遍

现象[10]40；制度环境方面，第二类中西部地区

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教育内卷化凸

显，且农村学校被大量撤并，农民家庭的孩子

往往需要前往县城才能接受良好教育[20]162-163；

文化环境可概括为“恩往下流”[26]143，第二类

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环境相对不佳，农民家庭

往往将家庭阶层提升的希望寄托于孩子教育

上，对教育的重视程度非常高，愿意将家庭资

图3 我国人口县域城镇化的区域差异与微观结构的分析框架
Fig.3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microstructure in county-level urbanization of population 
in China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上海城市规划》https://www.shplanning.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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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投入孙代教育，母亲也愿意到县城为孩子陪

读[17]66。例如，根据蒋宇阳[10]40在安徽省太和县

的调查显示，“单亲外出务工，单亲与孩子在县

城就学，以单亲陪读为主”的形式已成为当地

农民家庭分工决策的最大公约数，占到总数的

38.66%。

2.3.4   突围型功能家庭

突围型功能家庭主要分布在我国东北地

区以及中西部的一些经济衰退、人口流失地

区，以“迁移突围”作为家庭主导功能。具有较

强迁移能力的成年劳动力将首先迁移突围，发

展较好的家庭会将老人、孩子一同迁移至流入

地，而发展不足的家庭则只能使老人、孩子留

守。研究表明，东北地区已成为全国老龄化程

度最深的地区[29]，留守儿童比例显著高于全国

的平均水平，人口跨省流动的家庭化趋势明

显[30]，形成了“离土离乡”的家庭城乡空间形

态，家庭资源由流出地乡村向流入地城市流动。

东北等人口流失地区所处的城镇化环境

可概括为经济相对衰退、农村公共服务保障体

系不完善、移民文化占主流。以东北地区为例，

市场环境方面，近年来东北地区在资源减少枯

竭后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多数县域农业占比较

高，许多县都是“产粮大县”“工业弱县”“财政

穷县”，县域上下游产业关联性不强，难以提供

高质量就业岗位[31]92-93；制度环境方面，长期以

来，东北地区县域地方公共财政的收支缺口较

大，2010—2019年县域地方公共财政收入占

支出的比重不足30%，主要依靠上级政府的

转移支付，导致县域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政府

难以为农民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务保障[31]93；文

化环境方面，东北地区农民多为关东移民的后

代，其文化中存在迁徙的基因，在发展条件受

限时，依然会选择“再迁移”，促成了新一代的

“孔雀东南飞”现象[32]。

3  功能家庭视角下的我国县域城镇化

分析

3.1    功能家庭视角下的县域城镇化区域分

异效应的假设

功能家庭的人口、资源空间流动具有本

地流动效应和外地流动效应，其在地实践的区

域差异和空间组合折射出多种县域城镇化类

型。本文从“功能家庭”和“县域城镇化区

域差异”的角度切入，试图建立我国功能家

庭的实践类型与县域城镇化类型的“家庭—

空间”耦合模式（见图4）。具体来说：以市民

型功能家庭为主导的东部地区大量本地村镇

人口涌入县城和城市，同时吸纳来自外地的教

育型功能家庭和突围型功能家庭的迁移人口，

形成“县域人口、县城人口均增长”的“发展

型县域城镇化”特征；以积累型功能家庭为主

导的第一类中西部地区的县城容纳大量本地

城乡两栖人口，形成“县域人口保持稳定、县

城人口增长”的“两栖型县域城镇化”特征；

以教育型功能家庭为主导的第二类中西部地

区在县城集聚了以教育功能为主导的学生和

“陪读妈妈”，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老人留

守村镇，呈现“县域人口减少、县城人口增长、

资源由城乡流入县城”的“消耗型县域城镇

化”特征；以突围型功能家庭为主导的东北地

区，人口流失严重、县城集聚力不强，呈现“县

域人口减少、县城人口持平”的“流失型县域

城镇化”特征①。

3.2    基于我国县域城镇化区域差异的初步

研究

选择我国第五次、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

人口普查长表数据中的“人口数”“城镇人

口”“流动人口”等指标，借用陈晨等[33]对我国

县城人口的估算方法，以我国各地区“县城规

模”和“县域城镇化”数据进行检验。总体

上看，2000年到2020年我国县城人口增长强

劲，2000年超过80%的县城人口小于10万人，

而到2020年这一比例已降至44.1%。人口在20

万人以上的县城数量增长迅速，其占总量的比

重从2000年的4.1%增长至2010年的9.8%和

2020年的24.3%。分地域来看，近20年来我国

县城发展的区域差异显著，其中河南、江西、

甘肃等中西部地区县城人口增长最为迅猛，

如河南全省20万人以上人口的县城从2000年

的0座猛增至2020年的52座；浙江、广东等东部

地区增长速度次之，如浙江全省20万人以上人

口的县城从2000年的9座增长至2020年的31

座；黑龙江、吉林、辽宁代表的东北地区县城人

口增长较为乏力，三省中20万人以上人口的县

城从2000年的5座小幅增长至2020年的12座。

进一步使用各县的“县城人口变化率”

和“县域人口变化率”对县域城镇化的区域

差异进行探索性分析（见图5），可看到各省

的县域城镇化类型出现了明显分化。以浙江、

广东为代表的东部地区的大部分县城集中于

第一象限，县域、县城人口双增长，这是大量本

地村镇人口涌入县城和城市，同时吸纳来自外

地的教育型功能家庭和突围型功能家庭的迁

移人口形成的“发展型县域城镇化”。以河北、

江西、河南三省为代表的第一类中西部地区的

大部分县城集中在x轴上方、y轴附近，表明县

域人口保持稳定、县城人口增长，形成主要容

纳大量本地城乡两栖人口的“两栖型县域城

镇化”（河北省虽为东部沿海省份，但也被划入

此类）。以山西、安徽、陕西、甘肃四省为代表的

第二类中西部地区大部分县城位于第二象限，

表明县域人口普遍减少、县城人口普遍增长。

这些省份的城镇化微观调研中发现较多教育

图4 功能家庭实践类型与县域城镇化类型的家庭—空间耦合模式
Fig.4  Family-space coupling model of functional family practice types and county-level urbanization typ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① 事实上，我国县域城镇化的类型极其丰富复杂，本文仅从功能家庭视角给出一种概括性的机制解释和分析框架。注释：

《上海城市规划》https://www.shplanning.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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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推动县城学龄人员和陪读人员集聚，应是

教育功能推动县城集聚、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

工、老人留守村镇的“消耗型县域城镇化”。东

北地区辽宁、黑龙江、吉林三省的各县城集中

于y轴左侧、x轴附近，说明县域人口减少、县

城人口持平，凸显为“流失型县域城镇化”。数

据结果与上一节所提出的“家庭—空间耦合

模型”具有对应性，是对“功能家庭”视角下

我国县域城镇化区域差异的初步实证。

诚然，同一省内不同县城所处的城镇化

环境不同，导致占主体的功能家庭类型也不尽

相同，因此同一省内还将分化出不同的县域城

镇化类型（见图6）。以浙江为例，大部分县城

为“发展型县域城镇化”类型，但位于浙江西

部边缘地区的苍南、庆元、淳安三县偏向消耗

型县域城镇化和流失型县域城镇化类型。而位

于浙北发达地区的嘉善县、近年产业升级较为

成功的武义县、旅游业驱动强劲的安吉县则体

现为较典型的发展型县域城镇化类型。同理，

其他省份内部亦存在县域城镇化的省内差异，

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篇幅所限，讨论重

点聚焦在大多数县城代表的省域差异。

4 结语

以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为代表的结构主

义视角对我国人口流动与城镇化研究影响深

远，许多学者从“结构—制度”因素的角度总

结城镇化的规律。然而，新时期我国县域城镇

化呈现出崭新图景，县城的崛起推动城镇化

空间结构从“城乡二元”转变为“城县乡三

元”[6]17，功能家庭的崛起则将城市化主体从

家庭主要劳动力扩展到所有家庭成员，陡然复

杂的发展背景使“结构—制度”因素对城镇

化图景的解释能力降低，相关研究需要在结构

性视角的基础上补充微观机制视角。基于上述

判断，本文尝试以“功能家庭”视角的微观动

力机制对我国县域城镇化差异现象进行解释，

并建立宏观现象与微观机制相统一的分析框

架，试图扩展对当前我国县域城镇化的客观规

律的研究视角。

在家庭层面，研究结果提示了未来应将

我国人口城镇化置于功能家庭的整体框架下

针对性施策。针对“老人”角色，应提升农村

养老保障，提供再就业支持，避免老人成为实

现家庭功能的“累赘”；针对“父亲”角色，

应推动高工资岗位从大城市向县城乃至农村

扩散，减少因劳动力异地务工产生的家庭分

散；针对功能家庭中“母亲”角色的“半工半

图5 4类地区的县域城镇化区域差异
Fig.5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county-level urbanization across four types of area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上海城市规划》https://www.shplanning.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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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现象，应在县城增加女性灵活工作岗位，

落实女性特别是孕期、哺乳期女性的权益保

障；针对“孩子”角色，应推进城乡公共资源

（尤其是教育资源）均等化，减轻教育内卷，在

提供孩子健康成长的环境的同时激发家庭生

育潜力。总之，我国人口流动的家庭化将是长

期趋势，应顺应“功能家庭”需要，进行有效

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政策供给，将“家庭迁

移”化为“家庭安居”。

在县域城镇化区域差异层面，本文从功

能家庭实践的角度分析了我国不同地区的县

域城镇化类型，为精准有效推动县域城镇化发

展提供了新的视角：（1）“发展型县域城镇化”

地区应通过城乡一体化和高质量城市化进一

步吸纳农村人口，解决流动人口住房、就医、

入学、社会融入等方面的难题；（2）“两栖型县

域城镇化”地区应为城乡人口的“两栖往返”

提供必要的空间便利和制度环境，尤其是农忙

时期；（3）“消耗型县域城镇化”地区应在县城

提升公共服务和教育质量并夯实县域产业发

展、提供更加丰富的就业机会；（4）“流失型县

域城镇化”地区不宜推行过于激进的城市化

政策，而应尊重农民家庭的自主性，遵循渐进

的弹性城市化道路。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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